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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

　　城市文化是随着不同时代城市在一定范围内的

政治经济地位变迁而演变的，对国家政治、经济和

文化诸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差异。本文仅

以天津为例，阐述城市的文化积淀，分析沿海等开

埠通商城市在外来文化的作用下的重组，以及逐渐

形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特质。

一、依傍河海的商人文化和市俗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与特色是与所处的交通等

自然环境有关，不同地区的移民，以及移民的社会

职业等与城市文化的形成和特色也有着一定的内在

联系。
　　沿海和海河是天津早期居民聚集生息的依存条

件，也是促使天津城市形成和初步发展的主要因素。
从早期的聚落城邑，到1404年设立卫所前，天津

地区人口发展缓慢，仍然没有形成城市的规模。设

立卫所到清代中叶开埠通商的四百余年，城市规模

扩展不大，而人口增加到近20万，是北方第二大

城市。天津城厢居住者的构成，从最初军屯和民屯

带来的官兵及家属、流民、渔民、盐工、商人和农

民为主，随着运河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增加了水手、
码头装卸工，修补船只的船工，船户、商人等。城

市的主要功能也开始从军事防御向“商贾之所萃集，
五方之民之所杂处” 的南北货物转运中心转变，经

济功能逐渐成为城市主要功能。
　　首先，天津的城市文化底蕴是建立在河海氛围

之中。居民十分倚重河海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在起

居饮食、行为等方面都与河海有关。仅仅从天津居

民尊崇神祗的一个方面，既可以体现河海文化底蕴

所固有的兼容性和文化来源的多元性。明代，天津

有各种寺庙数十处，神灵不下几十种，清道光年间

多达523座。从天后宫的出现和延续也可以了解一

斑。天后宫先于天津城出现，到清同治年间有16座；

而且每年一度的天后宫庙会成为城厢民众文化娱

乐、信息沟通、社交联谊的大型综合性的活动，兼

容了乡村、河海运输等多种文化的因素。
　　其次，商人文化是早期城市文化特色形成的催

化剂。“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据1846

年前后的《津门保甲图说》记载，天津城厢从事商

业的竟有17709户之多，占总户数的比重达到

54.1%。讲究和气生财和热情好客的商人文化固然

得以世代传承；而值得提及的是，以盐商和海船为

代表的浮华奢侈之风，对历史并不十分悠久的天津

影响不可小视，作为转运中心的经纪人等通过说合

带来的赢利，也刺激人们 “不种田、不筑厂，赤手

空拳即可把钱想” 的趋利心理，对天津人口素质以

及天津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均有着直接的

影响。
　　其三，代表官府的正统文化根基浅显。一方面

是政府的书院、官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盐商为代

表巨商对政府和正统文化的主动趋从迎合，得到中

央和地方政府的赏识，康熙、乾隆皇帝多次在接见

盐商，临幸盐商的私人花园。这种正统传统比起杭

州、扬州、南京等江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显得不

够活跃，比起有更为古老的北方燕赵、齐鲁之风也

显得缺乏根基，故自正统文化上没有形成自身的文

化特质，这一点到了近代表现的尤为突出。
　　其四，军旅与码头文化揉杂而成的市俗文化。
天津最早居民是军队及其家眷、运军和受军事化管

嶄忽除旗廓偏猟晒議謹圷來

──以天津为例──

张 利 民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94

文化篇

制的水手等，故有 “俗尚武健” 的社会风习。同时

作为河海交汇的商品集散转运地，聚集着众多以此

为生的码头装卸工，自然形成了坚韧好斗、“抱团”、
讲义气直爽的市风和好管闲事、打抱不平的豪爽气

质，在乐于助人上也体现了这样的因素。天津的“混
混儿”是天津军旅和码头文化结合的一个畸形产儿，
他曾以一个特殊群体长期受到指责，但应该看到其

生存空间合理性的另一面。当出现深陷混乱的社会

波动，人们需要秩序的时候，天津人往往能够看到

混混儿的身影，他们混迹于救火会等组织中，成为

地方争执和社区问题调节人，说明在天津城市中也

混混儿存在的需要和位置。

二、欧风渐进的新气息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后，城市性质开始向近

代城市转变，城市规模急速扩大，人口迅猛增加，
欧风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的进入，带来冲突和融合，
撼动了城市的文化积淀，促使城市文化的来源扩大

至全世界。
　　天津在北方开埠最早，九个国家在这里设立租

界，是中国各国租界最多的城市，也是在北方外国

人居住较多的城市。西方登陆天津后，西方文化以

强劲的势头涌入，在思想领域、科学技术、文学艺

术、建筑艺术、饮食服饰、世俗风尚等方面带来的

冲击是全方位的。如果说在哲学思想、政治制度、
生产方式、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控制方式、公共

理念、价值取向等领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受到文

化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其主要授受对象是官员、知

识界和有一定身份的士绅、商人、实业家等；那么，
城市景观、宗教活动、衣食住行和娱乐休闲方式等

则是普通民众有目共睹的更为直接的感受，另外传

媒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从城市景观上，中国城区与租界区有着十分明

显的区别。租界内立法与司法程序、巡警对公共环

境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水电和供暖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街道和交通工具的便捷、各国风格的建筑、饮

食服装、文化娱乐等方面给人们非常直接的感官认

识，可以十分清楚地分辨出先进与落后，便利与繁

琐的差距，显示出对社会全方位的吸引力。
　　天津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提升，也为城市文化演

变搭建了平台。近代以后，天津有李鸿章、袁世凯

两位重臣长期掌控天津，使其一度是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清末新政的中心和示范，清末的海军和北

洋陆军均在这里筹划实施的；并且是清政府的对外

交涉中心、北洋军阀的发源地，历任坐镇天津的军

政长官都是权势显赫的军阀官僚，有的曾充任总统、
总理，培植了一批军阀、官僚和政客，也长期聚集

众多的失意下野者。这样的地位，进一步培植和加

重了城市文化对政府的依附性和趋从性，在洋务运

动、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以至近代工商业和金融

业中都有较为突出的痕迹，一些政治运动虽然一度

轰轰烈烈，但政府以各种形式稍加干涉，便偃旗息

鼓，这不能不说明正统文化根基不稳固，一些先进

文化也没有广为深厚的影响力。
　　城市迅速发展，促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混杂。
城市迅速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人口剧增，这些

新的移民大多数是周围农村的破产农民、游民等，
带来各地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气息。由于城市容

纳能力有限，移民社会身份难以转换和上升，就时

常在城乡之间流动，使城市文化融入了一些乡村文

化的内容，愈是社会的下层，保留的乡村文化和习

俗就愈多。

三、城市文化在新起点上的多元化和有限度

融合

　　新旧东西的接触，必然有一个互相排斥、互相

容忍到融合的过程。天津自开埠和设立租界之后，
西方文化大量的涌入，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

立、冲撞，也发展到相互并存的过程。原来的城市

文化被迫与世界接轨后，在新的层次和起点反映出

的多元化突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天津是天主教在华北

传教最早的城市，从清朝末年到民国的三十多年间，
天主教在天津地区共建立了15座教堂，基督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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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有42座教堂，还有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

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日本天理会等其他外国

宗教。与西方宗教在天津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传

统的佛、道教继续维持着自己的传播阵地和范围，
民间宗教和秘密教门也有了新的发展，如在理教、
弘阳教、天地门教、太上门教、一贯道、九宫道、
先天道等。形成本土与西方、公开与秘密的各种宗

教共存、互不干涉的兼容性和包容性。
　　二、风俗习惯的时尚化。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

传入，国内有识之士的提倡宣传，影响到人们日常

生活的许多方面。以婚姻为例，婚姻的媒介形式出

现了社会化和公开化的趋向，自由恋爱取代媒约之

言已成为时髦风尚，择友也突破了封建门当户对的

观念；婚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已渐为普遍；另外

婚姻不收彩礼、嫁妆愈实用愈好、娶亲不必择日期

等等新风气日渐形成。另外，社交礼节也在演变。
　　三、生活观念的开放化。天津作为北方首先受

到西方文化冲击之地，在经济与社会发生许多变革

的同时，社会风尚和观念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
如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对电车从抵制到普遍利用、
外来饮食和娱乐在不同层次也有不同程度的吸纳。

　　必须看到，在社会阶层流动还是相当有限的前

提下，天津的外国人和各层次的群体，各有其社区

和社交范围，各自代表的精英文化、商人文化、市

俗文化和租界文化等彼此难以沟通，不应该夸大其

影响力。对于多向来源的文化，也并非全盘接收和

融合，一些方面从抵制到融合，一些方面始终难以

承受，而在一些方面各有其传播和展示的范围，互

不干涉，相安无事。
　　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等，
是天津民众对外来文化本能性的抵制和反抗，这里

既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也有中西文化趋向、风俗习

惯的隔阂等原因。租界与中国城区在居住环境、交

往、饮食等方面共存共生，各有发展，有些趋向一

致，也有些长期同步发展却并不融合。在这里，城

市与乡村文化、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以及在生活方

式和风俗习惯的体现，既相互揉杂，又不能全面的

吸纳和融合，反映了天津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等的兼

容性强于融合，旁观和抵触强于主动接受的特质，
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近代中国北方城市的文化特

色。




